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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中国制造研讨会:    

中国境内基础设施      

Alessandro Rippa 和 Tim Oakes, 2020 年 3 月 

汉市当局作为近期爆发的新冠疫情中心承诺在六天内修建一所临时医院。这个姗姗来迟

的决定是为了应对疫情日渐蔓延的威胁。为了按时交工，由 7000 名工人组成的队伍加

班加点完成该项目。权威人士承诺该医院的结构能够同时容纳并治疗超过 1000 名病

人。这个消息迅速地被地级，国家级和国际媒体报道。在中国，成百上千万群众在直播平台上

关注着该医院的修建过程。因为春节暂时失业和被全国各地实施的防疫措施限制了流动性的建

筑农民工人们也为这迅速的建成而欢呼雀跃。对于北京中央领导和至少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观

察者而言，该医院的迅速建成是中国抗疫有效性和努力的有力证明。但对于其他人而言，这表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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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国政府渴望展示其巨大的动员力量，以引开人们对在疫情中暴露的中国执政模式关键失误

的关注。但即使是对中国政府在疫情处理中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从未对以“中国速度”成功修建的

医院报有任何怀疑。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系统在近几十年证明了一件事，那一定是其在任何情

况下都能修建出令人振奋的基础设施的能力。从青藏铁路到全国布局的高铁线路再到三峡大

坝，案例数不胜数。 

 

值得关注的是，武汉临时医院的修建

并不是中国领导第一次用基础建设应

对处理危机。2003 年的 SARS 疫情，

北京当局在七天内修建了一所医院。

全球金融危机当头的 2009 年，中国

领导人在两年内注入了相当于中国

GDP13.4％的 5860 亿美元来刺激经济

复苏，特别是针对基础设施发展。为

了回应因温州铁路事故在中国互联网

上引起的大众对党和政府的罕见性集

体批判，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国内高铁

网路的投资。现在的中国高铁在全球

范围内被誉为最先进的，已经成为民

族自豪的源泉。因此，基础设施似乎

是当今中国政府部署，制定，调解和

行使国家权力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方

式。 

 

2020 年 1 月，由澳大利亚，香港，瑞

典，瑞士和美国学者组成的跨学科小

组聚集在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讨论以

下问题：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思考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我们能获得什么？这个问题的讨论采

用了中国各地不同基础设施的案例。此次研讨会的时间点让有关基础设施的问题在近期席卷香

港的危机中日益凸显，也因此让研究基础设施的学者长舒一口气。在研讨会开始之前，香港的

抗议活动对以下观点提出了质疑：香港引人注目的基础设施只能被视为技术性和非政治性的。

紧随研讨会之后的新冠疫情爆发反而惊醒我们，中国日益强健的基础设施连通性不仅带来了全

新层面上不可预料的技术政治问题，同时也带来了生物政治问题。 

 

学术界有关基础设施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在近几年激增（参考 Larkin 2013; Anand, Gupta and 

Appel 2018; Harvey et al. 2017; Rippa, Murton and Rest 2020）。然而在这不断增长的研究中，

关于“中国”基础设施的研究却明显处于边缘。尽管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在修建看得见摸得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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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基础设施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社会科学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基础设施范例却源于中国

以。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研究不仅为批判性地参与讨论“中国模式发展“（Lee 2018; Driessen 

2019）奠定了基础，也为学者从社会政治层面上了解中国人民围绕基础设施共给与拆除的体验

（Chu 2014）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研究中一个更加全面的“基础设施转向”还尚未开发。因

此，由亨利卢斯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制造 项目（2018-2021）组织了一系列研讨会，采用国研究

领域以外的现有理论讨论中来更加深刻的探讨“中国”基础设施和所谓的中国模式发展。（第一

次中国制造研讨会总结请参考中国制造简报 1。） 

 

中国制造 项目第二次香港研讨会的目的在于创

造一个能将基础设施研究与中国境内基础设施

带入同一对话的的理论方法论。该研讨会将具

体讨论基础设施成为中国政治经济一大关键特

点的历程来追溯中国境内基础设施发展。参与

该会议的学者考虑的一些关键问题包括：基础

设施发展与中国（本地）行政的关联？中国基

础设施空间（区域，工业园区，文化区）是如

何通过其特殊的方式将政府与资本相混合？基

础设施发展在什么情况下能被理解为国家建设

的过程或者另一种参政模式？关于国家领土化

和专制统治的过程，基础设施方法能告诉我们

什么？社会主义遗产如何影响当今的基础设施发展？与此相关，我们如何追溯中国基础设施专

业知识（苏联，法国，美国，日本）的跨国起源？基础设施在中国“生态文明”政策中的作用是

什么？在这种境况下，自然在何种程度上是通过“基础设施”来被思考的？连通性和便利性如何

被领土，控制和政权偏执狂复杂化？ 

 

作为一个整体，会议参与者关注了一些和中国境内基础设施相关的主题和事件。其中一点是处

于两者之间明显的紧张感，甚至是矛盾：一方面是中国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所承诺的顺畅

连接性，一方面是政府长期以来不断控制人口流动，加固边境，保障边疆安全，并使人民群众

服从于加强的监视与其他控制类的技术性基础设施。原来“中国模式”发展的核心并非与更好的

流动性和便捷性相关，至少对于一些被认为不适合自治的特殊群体而言。基于基础设施总会有

不可预料的用途和带来不可预算的结果的原因，研讨会也对基础设施在中国体制环境内“整体

计划”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在考虑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城市化的案例中 – 两者都

是中国城市化经验的重要特征。研讨会强调的另一主题是香港自身和基础设施在香港与中国大

陆关于过去与现在关系的辩论，争执和商讨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中包括水资源供给，人工岛和

文化场所的修建。基于基础设施运作的多样性，无论“中国模式”是否最终能被识别，基础设施

是如何被修建，又是如何塑造社会，文化和政治模式的问题也在为期两天研讨会中成为不断明

晰的主题。总体而言，该研讨会建议对基础设施发展进行更多定性与民族志相关的研究，因为

这些研究在中国国家建设，国家认同，治理实践和能力方面具有中心地位。 

 

处于“中国模式”发展核心的基

础设施并不能真正提高某些被

认为不适合自治人口的流动性

和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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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精选论文将在一份 2021 年特殊期刊中发表。在香港研讨会分享的文章包括： 

• “Infrastructures of Turkic Muslim internment: ‘reeducation’ through industrial parks in 

Northwest China” (Darren Byler,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and the post/socialist city: ‘cultural facilities’ and the palace 

museum at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Carolyn Cartier,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 “Low carbon frontier: renewable energy and extractive infrastructure in western China” 

(Tyler Harlan,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 “Technical experts and the production of China’s airport infrastructure” (Max Hirsh,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New roads, old stories: traveling through bureaucracy and time in northwest China” 

(Agnieszka Joniak-Lüthi, University of Zurich)  

•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Pukou: urban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changes, and 

mobility shifts from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Elisabeth Köll,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 “Infrastructure space in a Chinese register” (Tim Oake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 “Storing data on the margins: making state and infrastructure in Southwest China” (Darcy 

Pan, Stockholm University)  

• “The territory of water supply: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s and engineering water security 

in Hong Kong” (Dorothy Tang,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Making the foreign domestic and the domestic foreign through the infrastructure of 

Hong Kong’s artificial island landscapes” (Andrew To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 “Natural infrastructure in China’s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mily Yeh,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其余研讨会参与者包括: Mia Bennet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ecilia Chu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rew Kipni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和 Alessandro Rippa (Tallinn 

University)。 

 

 


